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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界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各
国解密的大量档案文献以及研究者对这些档案的整理和利用是密不可分的。冷战时期中国和印度关
系的研究，极典型地诠释了多国解密档案对学术创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通过系统整理中国、
印度、英国、俄罗斯、美国等国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并基于这些档案的解读和运用，探讨冷战时期中
国和印度关系的发展演进，特别是中印两国围绕西藏问题所展开的交涉和斗争，以及中印边界问题的
缘起、进程及其影响，由此赋予中印关系史研究以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前沿性和创新性。这一研究的前
沿性和创新性，有利于分析和解释冷战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的主要目标以及对这些目标的判定和维护，
有利于总结中国领导人处理同周边国家关系的经验，有利于比较和辨析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基本模
式与政策实施的特点和差异，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之权利主张的学术支持。同时，
多国解密档案在中印关系史研究中的运用，还有利于回应和批判印度多数研究者和国际学界在有关
中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中所存在的流传甚广的谬误。这样的努力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
义，同时也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一　与冷战时期中印关系相关的多国解密档案

中国的解密档案，主要是来自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以及台湾“国史馆”所藏
的台湾外事部门的档案。其中，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对冷战时期中印关系的研究最具价值。
这些档案虽基本属于外交部所生成的文件，但鉴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部在中国决策机构中的核心地
位，外交部档案馆同时也收藏了其他核心及重要部门的文件，如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解放军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对外贸易部、中央调查部等部门的文件。从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中，可较为系统地了解和
认识中国对印度政策的变化、对边界争端的态度、中印在西藏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中国对亚非国家调
停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中国搜集边疆史地文献与中印边界勘查等重要问题。
以下卷宗包括了上述重要事件和政策决策的档案（按卷宗号顺序）：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书籍、地图搜集
和整理（１０２卷宗）；中国同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政治经济关系（１０５卷宗）；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自
卫反击作战之后对印度战俘的处理（１０５卷宗）；有关亚非国家调停中印边界冲突以及中国对亚非国家调
停的反应（１０７卷宗、１０８卷宗）；中苏两党两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１０９卷宗）；英国对中印边界冲
突的反应（１１０卷宗）；中国领导人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反应及对策（１１１卷宗）；处理中国历史地图关于边界
的画法（１１４卷宗）；中印两国官员会谈的档案（１１６卷宗）；外交部领事司档案、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的报告、
西藏外事处报告电文以及西藏外事处各分处的报告电文、新疆外事处报告电文（１１８卷宗）；中国领导人就中
印边界问题同外国领导人会谈记录以及往来通讯、周恩来总理１９６０年同达赖喇嘛的谈话（２０３卷宗、２０４卷
宗）。这些档案有助于对冷战时期中国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战略选择及其经验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
印度档案文献主要包括已出版的《尼赫鲁选集》第二系列、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和收藏印度外

交部档案的印度国家档案馆。已出版的《尼赫鲁选集》（第二系列）收录了尼赫鲁有关中印关系的文
献，特别是对中印边界及对西藏的政策。位于新德里的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Ｎｅｈｒｕ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收藏了这一时期参与印度对华外交政策以及中印边界问题决策的重要人物和
官员的文件，包括：杜德文件（Ｓｕｂｉｍａｌ　Ｄｕｔｔ　Ｐａｐｅｒｓ，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担任外事秘书），考尔文件（Ｔ．Ｎ．
Ｋａｕｌ　Ｐａｐｅｒｓ，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任驻伊朗大使，１９６２－１９６６年任驻苏大使，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任外事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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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农文件（Ｋ．Ｐ．Ｓ．Ｍｅｎ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１９４７－１９５２年任外事秘书，１９５２－１９６１年任驻苏联大使）；拉·库·
尼赫鲁文件（Ｒ．Ｋ．Ｎｅｈｒｕ　Ｐａｐｅｒ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任外交秘书；１９５５－１９５８年任驻华大使，１９６１－１９６２
年任外事秘书长），等等。印度外交部的档案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国国民政府抗议英印政府加强
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活动；印度政府在１９４８－１９５０年向西藏地方政府提供武器弹药的档案；
印度驻锡金政治官员有关西藏、不丹、锡金的报告；印度同西藏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印度驻西藏亚东、
江孜、噶大克等地商务代理处的周报、月报和年度报告等等。这些档案文献揭示了尼赫鲁时期印度外
交政策决策过程、实施以及影响，其中大量档案涉及尼赫鲁的对华政策、对印度邻国的政策、同美苏等
大国的关系、不结盟政策的缘起和变化、印度国防现代化等重大政策和事件。
在英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中，特别是ＦＯ　３７１系列卷宗和ＤＯ　１３３系列卷宗，均收录了大量有关

这一时期中印关系和中印边界问题的文献资料。英国外交档案的利用，主要依据具有政治和学术意
义的关键问题展开，例如，英国对“麦克马洪线”实质的认识；英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后对印度国防现代
化的支持；英国对中印关系发展趋向的评估等；英国对第二次印巴战争的反应等等。美国的档案文献
主要来自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中央情报局档案、杜鲁门总统图书馆、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肯尼迪
总统图书馆等，也包括已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系列文件集中的相关文献。从这些档案中，可按美国
对南亚地区特别是对印度政策的演变；美国对华政策与对西藏地区的政策之间的关系；中央情报局在
美国对西藏政策中的作用；与印度的经济关系；美国对“麦克马洪线”政策的变化及对中印边界冲突的
政策选择；对印度的军事援助等专题，进行系统的考察和探讨。值得提出的是，美国解密档案显示，

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美国虽开始向印度提供军援，但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印度抵抗中国进一
步的进攻，而非帮助印度收复在中国发动自卫反击作战以后所“丧失的领土”。
俄罗斯档案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和当代文献保管中心。这

些档案揭示了中苏两党两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揭示了苏联在中印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依然加大
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特别是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对印度的军事支持。其中，俄罗斯联
邦总统档案馆保存以下重要的档案：苏联外交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致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苏联驻印度大
使的电报；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１月及１９６２年１－１０月苏联驻印度大使别涅迪克托夫与中国驻印度大使（临
时代办、武官），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度国防部长、印度总统的会谈纪要；与印度
外交部其他领导人就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举行的会谈纪要（全宗０９０）。当代文献保管中心的重要档案包
括：苏共中央关于１９５９年西藏局势以及西藏与印度的关系的报告（全宗５）。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
的重要档案包括：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底葛罗米柯准备的伏罗希洛夫等访问印度的谈话提要（全宗５）；苏共中
央主席团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１日和１４日关于中印关系的第５８号和第５９号会议记录（全宗３）；１９６２年１０
月苏共中央就中印边境冲突问题给苏联驻印度大使别涅迪克托夫的指示（全宗３）。

二　多国解密档案对中印关系研究的价值

冷战时期中印关系史的研究，以１９５０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到１９６５年第二次印巴战争期间的
重大事件为重点，其中又以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为主线，在对各国解密档案资料整理翻译与互相
印证的基础上，展开一系列新的研究，或发掘以往忽视的重大问题，或弥补以往研究中的不足，或批驳
被歪曲的事实，由此把握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
多国解密档案对冷战时期中印关系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第一，突出了中国档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中的极端重要性，以此扭转中国学界以往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缺少档案文献
利用的弱势，从而使冷战时期中印关系的研究具有更强的档案基础。国内学术界近年来虽有不少中
印关系的著作出版，但无一利用多国档案进行研究（相关论文除外），特别是根本没有利用中国外交部
档案。可以预见的是，国内学界在未来的研究中，如再继续使用二手论著而不依据业已解密的多国档
案，那不仅毫无创新，更将招致国际学界特别是印度学者的无情嘲笑。
第二，多国解密档案的利用，将使冷战时期中印关系史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取得突破和创

新。依据多国新近解密的档案，在涉及中印关系的重大事件的研究上，注重借鉴和使用国际史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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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多国多边档案的互证。在研究视角上，将有关国家具体的外交政策同国际体系的变迁联系起
来。以边界争端为例，利用多国档案文献资料，把中印两国处理边界问题的决策及对外行为置于多边
关系的互动和冷战国际体系之中加以考察，探讨大国政治和国际因素对中印两国对外行为的影响，深
入考察和比较中印两国国内因素的影响，从而阐释边界问题不仅仅是中印两国之间的领土纠纷，更为
重要的是围绕领土争端所显示的两国决策者之国际战略思想的差异、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国际体系
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第三，多国解密档案的整理利用，开拓了有关中印关系史的重大问题的新研究。这些新研究的对象

是指那些影响中印关系演变、此前在缺乏档案文献的情况下鲜有探讨的重要个案，在国内外学界均属研
究的前沿领域；对这些个案的研究，一方面丰富了有关中印关系史的结构，另一方面更有助于重新认识
中印关系演变的动因，特别是围绕边界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以致走向战争的诸多深层次的因素。
基于多国解密档案，中国外交有关对印度的战略以及对边界问题的方针政策，包括了以下新的研究

内容：中国解决边界争端的基本政策；中国对“麦克马洪线”的认识和处理；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史料准
备和勘测工作；印度对西藏的禁运和贸易管制与中国的反应和对策；西藏外事处在中央制定对西藏地区
政策中的作用；中国对苏联向印度出售米格－２１型战斗机的态度；科伦坡会议六国的调停与亚非其他国
家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和政策；中国对亚非国家调停的政策。通过印度的档案文献，得以深入探讨并
重新认识印度政府所确定的其对华政策的首要战略目标及其实现的手段和途径，特别是这一战略的贯
彻执行对中印关系所造成的重大影响。这些重大问题的叙述包括：尼赫鲁政府一再坚持的划定边界的
分水岭原则的意义；在独立初期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土地并实施行政管理的政策措施；尼赫鲁在内部
反复表明西藏在历史上并非是“独立国家”的考虑（而非印度公开坚持的中国仅仅拥有所谓的“宗主
权”）；印度独立之初对待边疆地区的战略与国防建设；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尼赫鲁之西藏政策中对边界问题的
考虑；印度为中方转运粮食到西藏的基本考虑；印度在联合国“朝鲜停战委员会”中的作用和向中方索取
相关费用的交涉；尼赫鲁在不同时期对“前进政策”的态度的变化；尼赫鲁拒绝就边界问题同中国进行谈
判的战略意图；印度购买英国、苏联、加拿大等国军火的谈判；印度核武器发展计划的启动。
第四，在上述重要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史的视野，诠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到１９６５年第二次印巴战争这一时期的中印关系，重构有关中印边界争端之缘起、发展及其影响的叙
事。在这一叙事中，重点阐述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想、中国国内政治、大国关系和双边关系的互动，分
析中国处理中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的战略决策，以及这些变化和关系的互动如何影响中国领
导人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构想、理论和实践。
具体而言，中国领导人制定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战略，其出发点首先考虑的是要团结以尼赫鲁政府

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国家，从而为新中国在两个阵营之外寻求更多的盟友，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
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同时，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充分权衡了西藏同内地的政治经济关系和
交通状况；中共中央在解放军进藏之初暂不解决边界问题的决策，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内地同西藏交通困
难的严重制约。而这种同印度关系的不平衡的特点，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变化，从１９５８年开始，日益受到中苏两国领导人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和国家关系恶化的影响。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对印度的支持，特别是军事上的
支持，是中苏分裂的重要原因。对“不结盟国家”在新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亚非其他民族主义
国家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及其政策立场，是决定中国领导人重新考虑并加以判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就尼赫鲁时期印度对华政策而言，通过基于多国档案的研究，可阐释这一时期印度采取对华友好

政策的真正目的；尼赫鲁政府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以及处理同中国西藏地区的经贸关系之时，其战略
考虑都是力图通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如对西藏实施贸易禁运、同中国谈判废除印度在西藏特权等
问题，以达到使其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合法化之目的。利用多国解密档案，可重新认识尼赫鲁
外交战略和对华政策的实质。
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后以及冲突过程中的政策表明，所谓的“不结盟”国家在冷战中所面临

的战略选择的不确定性和实用性。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外交政策的实质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的

·８１·



外交。所谓的“更倾向于西方的中立”服务于尼赫鲁的两个战略目标：大国战略和国家安全。具体到中
印边界问题上，尼赫鲁希望同时保持与美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来实现其既定目标。中印边界冲突爆发
后尼赫鲁向肯尼迪总统请求军援，而冲突期间和苏联的往来也表明，印度清楚地意识到中苏之间日益扩
大的分歧，并加以利用。印度在边界冲突后在更加倒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同时，大力发展同苏联的关
系，对印度而言，不结盟和中立的政策已丧失原有的表面上的意义。同时，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冲突对印
度的国家安全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印度视中国为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开始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其显
著的变化就是对核武器的态度，由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政策转向发展和掌握核武器，以形成对中国的战
略威慑。在印度国防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美、英、加等国）和苏联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五，多国解密档案丰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研究。基于已有的解密档案，

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系统研究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同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政策演变之间的关系；分析国际体系的演变，如何影响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变
化，以及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总结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同时，依据中国档案，
还有助于探讨中国外交部如何参与中央决策、如何贯彻和执行中共中央的决策、外交部同其他决策部
门之间如何合作和协调等。
第六，中国同印度之间的领土争端，不仅是冷战时期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当前中国国

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从国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层面上看，这一问题不仅关系
到中国西南地区战略边疆的安全，关系到中国同印度的国家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同巴基斯坦的战略
伙伴关系的前途，而且对中国稳定西藏地区的局势、遏制和打击“藏独”势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
意义。虽然中印两国已就边界问题建立起政府间的谈判及会商机制，但边界问题如要得到合理的解
决，其前景并不乐观。究其根源，除印度对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实际占领外，还同印度
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其错误的历史观，部分印度学者继续在其研究中论证此种历史观的“正确
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英国档案显示，作为宗主国和“麦克马洪线”的炮制者，英国政府清楚地意
识到，划定所谓“印藏边界”的分水岭原则，也仅仅体现在“麦克马洪线”的西段的一部分。这些档案充
分说明，自尼赫鲁以来的印度历届政府所提出的中印边界东段是以分水岭原则而划定的一贯论点，是
没有历史依据的。同时英国档案还证实，中国比印度拥有更多的历史证据，来证明“麦克马洪线”以南
的地区，在历史上属于西藏地方政府管辖之范围。这些档案文献自然而然地批驳了某些印度学者和
西方学者的相关论点。因此，基于多国解密档案所揭示的尼赫鲁时期之印度政策的实质，更为重要的
是有助于还原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真相。

三　多国解密档案的运用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

基于多国解密档案的中印关系史研究，一方面，揭示了这一时期中印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外在
动因，以及这种演变对中印两国的安全战略以及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基于多国
解密档案的有关中印关系的历史研究，同样有助于深化对有关当代国际关系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
思考和认识。
其一，有关国家间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领土争端事关国家核心利益，是国家

间发生冲突和战争的最为重要的根源。冷战时期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演变显示，边界问题，特别是
西南地区的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显然是突出的；但同日益出现的边
界争端相比，中国更为关注的是，西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中国一直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同邻
国的边界争端，并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陆续同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在
处理同印度的边界争端中，中国同样是主张以谈判加以解决，并提出相应的方案。更重要的是，以军
事手段迫使印度同意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是中国领导人在中苏论战过程中力图向赫鲁晓夫证明
中共理论正确性所采取的重大步骤。中印边界冲突是尼赫鲁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尼赫鲁视领土
为国家核心利益，并以错误的历史观为指导，坚持对争议地区的主张，拒绝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
其二，联盟战略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冷战的两极体系中，联盟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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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而共同或相近的意识形态，则是组建联盟的国家进行相互选择的一个基本标准。因此一般而
言，处于重大危机和（或）战争之中的国家，总会主动寻求盟友的支持和帮助，而盟友总会在不同程度
上提供这样的支持和帮助，或起码予以道义上的声援。中国档案、印度档案以及俄罗斯档案显示，中
印边界冲突在中苏分裂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印边界争端的过程中，苏联在表示“中立”的同
时，却在经济上、军事上乃至政治上大力支持印度，特别是出售先进的米格战斗机，这无疑引起了中国
领导人的极大愤怒，对中苏关系最终走向破裂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冲击。而美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公
开站在印度一边，向印度提供大量军援，完全不顾其军事盟国巴基斯坦的强烈反对。美国的政策正是
导致巴基斯坦大力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关键因素。中苏分裂、美巴关系的恶化以及印度同苏联关系的
发展至少说明，意识形态并非是联盟政治的关键推动力之一。
其三，双边关系的演变与国际体系的变迁。印度同苏联、美国关系的发展，同中苏关系的破裂与

中美关系的敌对和危机，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印度外交决策者利用这些变动，争取到美苏对其国家发
展战略的大力支持，而这种支持也成为印度在处理同中国边界问题时采取强硬政策的决定性的动因
之一。在印度同美国的关系迅速升温的同时，苏联也在中印边界冲突后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特别
是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在中美敌对和中苏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苏印关系的发展无疑对中国的国家安
全，特别是对中国的西南边疆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和严重的威胁。作为中印边界冲突的重要后果，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在中印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在南亚地
区的战略伙伴，从而也加深了中印之间的敌对。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冲突暴露了印度军力的弱点，这在
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对印度采取军事行动的欲望，其结果是１９６５年第二次印
巴战争。这次战争的后果导致苏联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持续增强，以致纵容和支持印度在１９７２年发
动第三次印巴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因此，冷战时期围绕着中印关系所产生的双边关系的变动和演
变，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际体系所出现的重大变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基于多国解密档案的冷战时期中印关系史研究，展示了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趋向，

那就是在文献源上努力以多国档案作为支撑，借鉴国际史的方法，注重并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研
究。“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在研究领域和课题选择方面，更多注重与中国国家现代化
发展有密切关联的重大事件，深入探讨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这样的成果，既具有真正意义
上的学术创新，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历史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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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

徐 国 琦

近现代中外关系史，就其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来说，顾名思义当属“跨国史”（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及“共有的历史”（ｓｈａｒ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范畴。因为这部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参
与（无论是正面抑或负面）的历史，深受国际和国内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尽管这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但遍观国内外近现代中外关系史著作，似乎很少有人从科学角度通过“跨国史”及“共有的历
史”的视野来研究。几年前我曾先后就方法论问题发表过文章，呼吁史学界重视两个方法的重要性
（徐国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文史哲》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５～１５
页。徐国琦：《试论〈共享的历史〉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范式》，《文史哲》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２７～３９
页）。近来通过进一步研究和思考，我又有些新想法和见解，本文就“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作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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